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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板桥魂与士人魂

中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发展充分。两千多年的历史孕育

出了具有世界农业文明典范性质的政治、经济、军事、管理、教

育、哲学的思想体系，产生了以表意、抒情为突出特征的文学、艺

术，发展起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天文、水利、耕作、交通运输、

建筑的科技体系。这样庞大而近乎完备的农业文明体系，在

世纪中后期，自发地产生了带有近代文明萌芽性质的手工业、商

业文明。在这历史嬗变的过程中，士人及士人文化在其中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着自身的特质。

郑板桥，既是这一伟大的农业文明孕育出的艺术家、思想

家，又以他个人特有的才华，推动了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商业

文明转变的历史车轮。他身上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既是传统

士人文化精神的个性化表现，又有时代精神的折光。他身上所

具有的新旧思想杂陈、进步与落后因素并存的现象，基本上是中

国传统思想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性的具体表现。

板桥魂，即是士人魂在新时代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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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与士人魂

（一）原士

“士”在中国是一个特殊阶层。其来源及其最初涵义均属颇

。大体来为复杂的学术问题 说，远古之“士”，乃是从事耕作之

男子。商、周时代“，士”则可能是指“知书识礼”的贵族阶层。顾

颉刚先生认为，古代之“士”皆起源于武士。余英时则认为“，士”

不只是单纯地起源于武 “师士，还可能起源于古代军事教官

事”。这些教官既可能是驰骋沙场的武士，也可以是懂得礼乐的

文官。那些只懂得礼乐的文官发展到后来，便变成了儒。概而

言之“，‘士’在 。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二）春秋战国之际的“士”及其精神品格

从影响秦汉以后士人灵魂和政治理想的角度看，以孔子及

其弟子、老子为开山鼻祖的士，是我们在本书中最重要的探讨对

象。他们对士的本质及其属性的认识与界定，最能影响后来的

士人精神及其灵魂。

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又说：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未足与议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

士矣。”这些有关士的特征的论述，高度地肯定了士的超越性品

格。

老子说“：上士闻道，默而行之；中士闻道，若有若亡；下士闻

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在此处所说的“上士”，即是

《论语》中所说的“任重道远”的“弘毅”之士。在老子的思想体系

中“，道”在人类社会即是公正、合理的代名词。最具有士之德行

的“上士”，是以谋求社会公正、合理为己任的人物。老子所说的

“上士”与《论语》中所说的“弘毅”之士，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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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怀社会、救济苍生的超越性品格。因此，士在此种超越性品

格意义上说，即代表了“社会良心”。

士的超越性品格是就士的理想性品质而言的。士亦是人，

必须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之中。因而，他们总是表现为具体

历史中存在的士，受到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体制的

影响。在周王朝的政治体制下，士分为三等：上士、中士、下士。

整个士阶层是当时周王朝各诸侯国最低一级的官员，而在周天

子的宫廷里，士是没有爵位的。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士的经济

收入状况是“：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

在周王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朝的朝廷，元士享受

的经济待遇与子、男相等“，元士受地视子男” 。

按照孟子所设想的理想状态来推算，上等农夫耕种百亩之

田，再加上足够的肥料，可以养活九口人，稍差一点的亦可以养

活八口人；中等农夫可以养活八口人，差一点的可以养活七口

。那么，人；最差的农夫亦可以养活五口人 一个下士，其禄足

以代耕，则他的年收入最次也可以养活五口人，最理想的状况可

以养活九口人。而一个上士的年收入是下士的四倍，则上士可

以养活 人，最差的状况亦可以养活 人。因此，从经济的角

度来看，士基本上是一个不事农工商贾而仅靠俸禄生活的食税

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于统治者发给的俸禄，在利益上基

本倾向于维护统治者；但他们又是处在社会统治阶层的最低层，

掌管各种具体事务，对民生疾苦有比较真切的了解，且与一般民

众的生活没有多大差别，也会经常遇到生计麻烦，因而在感情上

有同情民众的倾向。这就决定了正直士人的内在人格往往是二

元的：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他们既批评统治者的苛政，

亦反对下层民众造反。

事实上，春秋以降，士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老子的具体生

活状况不得其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从贵族阶层的剧烈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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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争中抽身出来的，故有生命的危机感，主张“保身全生”。孔

子则一生栖栖惶惶，没有固定收入，靠周游列国、教育学生来谋

取生活之资。当然，这可以说是孔子坚持自己的士人理想导致

的，体现了士的理想性品格。不过，在孔子及其弟子生活的时

代“，学而优则仕”的基本社会条件对于士人来说，还是存在的。

士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去谋取俸禄。孔子的弟子子路、

冉有等人都曾出仕。

战国以降，士的成份就复杂起来，其内部的分化也剧烈了。

像子路、宰我、墨子及其弟子，均是由下层社会庶人上升为士的，

而像稍后一点的孟子、庄子则又是属于没落贵族的士人。整个

战国时代的士人成份颇为复杂，有像苏秦、张仪一类的策士，也

有像墨子、鲁仲连这样的义士，还有像驺衍、淳于髡、田骈、慎到

等“稷下士人”。他们虽列于上大夫之列，但都是一些“不治而议

论”的人物，与诸侯王之间没有君臣关系，相对地保持着人生与

思想的自由。还有像孟子、庄子一类的士人，他们并非隐士，只

是因为社会不合自己的理想而没有或不去做官，靠周游列国、教

授门徒甚至靠自己的劳动来谋生，同时又关怀现实，著书立说，

猛烈地抨击社会的黑暗。

像苏秦、张仪之流，他们并无政治信仰，主要是利用自己所

掌握的政治、军事知识来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应属于墨子所说

的“别士”之列。而像墨子、鲁仲连之类的士人，则可以说是谋求

天下利益的“兼士”。驺衍、淳于髡之类的士人则比较特别。他

们虽列于上大夫之列，但保持着士人的相对独立性。而像孟子、

庄子等人，则更多地带有古代自由知识者的特点。他们有自己

的政治理想，关怀天下，批判现实的不合理，同情民众的苦难，表

现出一定的超越性品格。

就士的超越性品格来说，孟子的一段话最有典型意义。他

说“：民无恒产而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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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或然判断，意思是说，民无恒产，就可能“放僻邪侈”，无所不

为；而士当中的有些人则可以遵守社会规则，坚持自己的理想，

有所不为，更不会胡作非为。孔子曾经说过，士若以恶衣恶食为

耻，则不足以与他谈论大道。他自己坚持了这一原则。庄子为

了保持自己的个性则坚决不仕。无论是关怀天下，还是为了保

持自己的独立个性，超越性品格是“士”之所以为“士”的内在标

可以这样说，春秋战国以降的士，从其价值取向来看，主要

分为“兼士”与“别士”两类。兼士以关怀天下为己任，代表社会

良心；别士则主要谋求个人利益。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来看，

士又分为上士、中士与下士三类。与上层贵族接近的上士，有的

直接为统治者服务，属于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大多数已丧失了士

的超越性品格；而那些“不治而议论”的士人，则保持着一定的独

立性。下层之士，或与庶民接近，或与庶民为伍，或受人接济，或

自谋生路，务农、经商者，均有人在，这便是后来的隐士。总而言

之，这一时代理想的士人精神，当是“关怀天下”和“独持操守”的

结合。理想中的儒家士人，是以守志弘道为己任的。理想中的

道家士人，则是以保持个性为主而又关怀天下的治乱，批评现实

的不合理。理想中的墨家士人，则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

理想中的法家之士，则是一些依法治理国家的“能吏”。这些能

吏主要是帮助国君治理诸侯国，防止贵族、大臣、一般民众私窃

国君的权利和财富，比较缺乏士人的超越性品格。

先秦时期所奠定的理想的“士人魂”，其基本的内蕴是：坚持

自己的政治理想，独持操守，以关怀天下为己任。

（三）秦汉以后的“士”及士人理想

秦汉以后，伴随着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关系的确立，政治与文

化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士的产生途径，社会作用，自身内涵，均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粗略地说来，秦汉以后，魏晋以前，儒、道、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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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四家渐趋合流，而以儒道两家思想为主，士人的个人理想表现

为修身与治世的统一。战国中晚期“稷下道家”的“内圣外王”理

想，正好是融儒、墨、法三家的入世精神在较高层次上对原始道

老子思想的回归。这一“内圣外王”的理想，将个人的人家

生理想与社会理想融为一体，并逐渐成为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

中士人的普遍文化心理结构和人格范式。魏晋以后，随着佛教

的传播，这一“内圣外王”的文化心理结构得到了充实、丰富和发

展“，内圣”的成份由道家的修身更偏重于修心修性，从而使这一

人格理想和文化心理结构更偏重于“内圣”，即个人的道德心性

修养。

就士的社会作用而言，西汉社会中的士主要扮演了循吏的

角色 。东汉时期，士则形成了特殊的贵族阶层，直至魏晋南北

朝时期形成了“士族”阶层而渐趋腐化。就士的产生途径而言，

西汉社会中的士多是秦汉之际的贵族子弟。东汉至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士，既有贵族子弟的上品之士，亦有中下层地主家庭培养

出来的寒士。由于曹魏集团实行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魏晋

之际士的内部极度分化，一度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的严重分裂局面。

就士的超越性品格而言，西汉一代的士人主要在循吏传统

中得到了落实，在公正执法过程中实现了关怀天下的理想。 东

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的超越性品格最为模糊。东汉时期，只

有在像王充这样的下层寒士身上，才能看到先秦理想之士的光

芒。东汉末年的太学生及所谓的士之“清流”，在维护皇权、反对

宦官专政的斗争中，多少体现了一点关怀天下的现实内容。两

晋南北朝时期，像陶渊明、鲍敬言等下层士人才代表了社会的良

心。陶渊明高唱“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鲍敬言著书立说，

猛烈抨击君主对社会的危害，表现了对下层民众忧乐的关怀。

自道教兴起、佛教传入并受到一些士人的喜爱之后，士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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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在宗教之中得到了一定的表现。道教著作《太平经》中所表

现的对妇女及女婴的同情，对当时社会残杀女婴的恶劣社会风

俗的猛烈批评，从一个方面代表了社会的良心。

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建立、完备，中国的士人文化传

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科举制度使士的产生有了合法化、

正规化的途径。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传统是从隋唐科举制建立

后开始的。其次，隋唐科举制把儒家经典以及诗词、书法、历史

作为考试的内容，使得与科举考试相关的一系列部类的学说、文

化获得了高度的重视，儒家学说获得了真正的法定地位。西汉

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一统局面，至董仲舒理想中的“罢黜 此才

在政治、教育、用人制度中得到了落实。传统各学派之间的学术

争鸣，由自由、平等的状态一下子变成了“正统与异端”“、官方与

民间”“、在朝与在野”之间的争论，使学术争论更加容易与政治

纠缠在一起，不利于学术的自由发展。百家之流的学说在士人

及百姓心中，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非正统思想。道家思想以及

佛教思想，这时便真的成了士人们失意时的个人精神镇定剂。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模式，在正直士人心

中变成普适化的心理结构。

隋唐宋元明时期，士大夫基本上坚持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他们的政治实践也程度不一地实践着“兼济天下”的理想。像魏

徵、张九龄这些名相，李白、杜甫、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陆龟

蒙这些士大夫兼文人，基本上是有唐一代社会良心的代表。两

宋时期，像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还

有民间传说中被理想化了的包公，便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社会良

心的代表。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成了后期封建社会正直士人关怀天下的精神标志。而被理想化

了的“包青天”，就成为民众心中“公正”的代名词。因此，在封建

社会后期，执法的“公正”成了士人精神的重要维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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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隋唐儒学发展的另一方面。伴随着隋唐佛学的发

禅宗的展，特别是中国化的佛教 出现，对宋明儒学的精神结

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禅宗的入世践履精神直接地影

；另一方面，禅宗的心性理论，华严响了宋明士人的入世心态

宗的“法界缘起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宋明理学以

内圣、涵养为主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原始儒家的入世精神。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儒学的政治化倾向更为加重，原始儒家的活

泼精神遭到扼制。特别是伦理方面的理性自觉，由于受到政治

化倾向的影响而异化为“理性专制”，变成了权威主义的东西，成

为压抑个性、扼杀新生事物的代名词。

明中晚期以后，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文明与商业文明

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也

在江南一带蓬勃兴起。农村的土地商品化过程也在加剧，部分

开明的中下层地主也加入了新兴的商业经济活动之中。中国社

会和思想界均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正统理学中的“心学”，发

展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时，开始走向反面，重功夫、重实践、

重入世救世、重经验的思想，伴随着新兴市民阶层的产生、手工

商业的发展而逐渐成为该时代进步士人的主流思想，“原儒”成

为思想界的一大奇观。特别是“王学左派”的出现，正式地展开

了对传统权威主义的批判。被卫道者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

用犀利的笔锋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经学独断论，初

次揭开了 世纪中叶中国思想界的反传统序幕。这一时期的

进步士人，不仅代表了社会良心，而且还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新方

向，成为将要来临的新型社会的理论建设者。从这一层意义上

说，秦汉以后的士大夫传统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到先秦“百

家争鸣”时期的士人传统上来了，表现出思想自由的新活力。这

一反传统的思潮大体上有三方面的主题：个性解放的新道德，初

步的科学思想，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民主思想 。具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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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个性解放的新道德，在理论层面主要表现在理欲、情理、

义利、古今、个体的情和思与传统权威之关系的哲学论说，在现

实的层面主要表现为对残害妇女的节烈观“、吃人”的忠孝观、践

踏人性的尊卑贵贱等级观以及纳妾行为的批判。科学思想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纯粹的求知态度“；缘数以求理”的科学方法；

由传统的“重道轻器”向近代的“由器求道”的经验论方向发展，

科学技术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初步民主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封建

君主专制的批判，同时提出了“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代表历史

个性解放、平等发展方向的新人文精神 、自由等意识表现得

最为明显。

晚明之后，中国传统思想的自身发展逻辑地出现了儒、道、

释合流的趋势“。内圣外王”的文化心理结构又渐渐倾向“外王”

一面。这与明清之际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密切相关。原始

儒家的“社会功利”倾向在新的时代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开明官吏

要求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理论武器。道家的自然人性论成为反

对伦理领域里“理性专制”“、伦理异化”的思想源泉，而且也是

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原始儒家的仁爱精神、道家的自然主义、

佛教的慈悲意识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共同构成了新时期的人道

主义和自由意志的思想源泉。

西学的传入，在当时虽不占重要位置，但却加重了“外王”的

法码，而且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

就断代史的情况来看，明清之际的先进历史人物，在整体上

还保持着“内圣外王”的文化心理结构，但已偏向于“外王”，而

“内圣”的思想内涵也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道家的原始自然主

义逐渐蜕变为自由主义；儒家的人格、气节逐渐蜕变为个性主

义；而佛教的慈悲情怀，儒家的仁爱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逐渐

蜕变为带有近代气息的人道主义；儒家的爱民、民本思想，道家

的惠民思想，墨家的利民思想，逐渐蜕变为“民主”思想，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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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人民性特征；传统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士人“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逐渐蜕变为保持个性、伸张个

性、救世济世、批评世俗的处世原则；道家的批判色彩，儒、墨的

入世精神，佛教的慈悲情怀，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初步形成

了反对封建等级，反对束缚个性的新人文精神和关怀现实、改造

社会的新的社会理想。板桥魂，正是奠基于传统士人魂的基础

上，又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那就是积极的批判精神，追求

自由的意志，平等理想和个性精神。

二、板桥魂的历史底色

郑板桥，这个竟然能将“四书”默写得一字不差的人，其灵魂

深处首先是儒家精神打上的烙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主要是原

始儒家的民本理想。

（一）“大丈夫立功天地，字养生民”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正直士人，大都带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

入世情怀。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使得传统的中国

士人在极其困难的人生处境里不易逃脱到宗教之中。特别是秦

汉以后儒家学说浸淫中国文化之后，士人的责任意识就更为强

烈。生当清朝“盛世”的郑板桥，在科举取士而以朱熹集注的“四

书”为考试内容的时代氛围下，不能不感染这一传统文化精神。

他以自己特殊的个性，加上他个人的特殊人生经历，使这一抽

象、普遍的文化精神获得了个性的生命形式，从而展示了这一文

化传统的生命力。

八股取士的用人制度，固然扼杀了一大批不羁之才，培养了

一批批官场蠹吏；然而，对于那些下层寒俭之士而言，科举途径

仍是他们改变自己身份、为民为国效力的唯一“正途”。他们长

期居于下位，经受着生活的磨难“，四书“”五经”中所蕴涵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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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思想”、忧国忧民意识，恰恰教给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情怀。郑

板桥，这位出生于下层士人家庭的寒俭之士，正是从这些经典中

汲取了忧患天下、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思想精华。尤其是在他

获得了七品县官之职，能够施展个人经世才能的时候，他的责任

意识更为强烈。纵观板桥的诗歌、家书，其中表达强烈经世意识

的，均是他作吏山东时的作品，其揭露现实矛盾的诗歌如《逃荒

行》、《还家行》、《孤儿行》、《姑恶》等代表作，均创作于任职范县

和潍县的时候。在《与舍弟书十六通》中，板桥大讲关心民瘼、

“字养生民”的道理。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板桥告

诫其弟道“：吾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

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并认为这是正直的读书人高于农夫一

筹的原因所在。而那些“小头锐面”的人物“，一捧书本，便想中

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多置田产”。对这种

人，板桥最为痛恨。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中，板桥借论

诗大谈“忧国忧民”的道理。他认为杜甫的诗之所以“高绝千

古”，就是因为他在命题时“已早据百尺楼上”，那就是或“悲戍

役”，或“庆中兴”“，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邱墟，

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中，

板桥大谈文章经世的道理，并衷心地称赞诸葛亮为民立功的人

生，不同意像一般文人或帮闲文人那样把“写字作画”仅仅看作

是雅事。板桥说：“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

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而何？东坡居

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竹石，不害也。”至于像

王摩诘、赵子昂等，只是“门馆才情，游客伎俩”，不足称道。他认

为，只有诸葛亮才真正称得上“名士”二字，而当时街上“写字作

画”之辈也妄称名士，真是可羞。板桥这种偏激的“功利”艺术观

念，固然有其不妥之处，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责任意识与

济世情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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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官山东之时，板桥在权势与金钱的夹缝里，为民众办了

不少好事，艰难地践履着“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人生理想。他

在任范县知县时“，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调任潍县时，恰

贷”遇荒岁，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情况，郑板桥“开仓 “，发谷若干

石，令民具领券借给，活万余人”。

相比于稍前的蒲松龄、同时代的吴敬梓来说，郑板桥在科举

制度下还算是幸运者，毕竟他还中了进士。虽然他发迹很迟，五

十多岁才得了个七品县令之职，但他还是获得了施展自己才能

的机会，实现了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人的美梦。但板桥与一般

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当官看作是个人发财之道，没有

丧失正直士人的良心，身上还流淌着道家批判现实的热血，还存

留着陶渊明、苏轼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阿附权贵的正气。

道家那超越的气质，使得板桥有传统士人不屑与现实同流合污、

不怕辞官归隐的优秀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使得板桥无论

是在未仕之前，还是在既仕之后，都能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品格

和追求自由的超越意志。

（二）道家的批判意识与遁世情怀

在陶渊明、苏轼等人身上，都集中体现了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的中国传统士人的自由意志。他们在现实的种种束缚中，往往

借酒和艺术来抒发心中抑制不住的自由意志。板桥亦如此。他

虽不善饮酒，但却十分爱酒，时时离不开酒，且善书、善画。在做

官之余，在牢骚之际，诗酒书画就成了他发泄心中感情、抒发心

中苦闷的最好工具。未仕之前，他一方面自与心竞，发愤攻书，

精进于艺，另一方面用诗酒书画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用道家的

超世精神来批评现实，否定现实的意义。如在《道情十首》中，板

桥高唱“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用遁隐到山中去的人生闲适

来代替现实的仕途进取。既仕之后，为了排遣官场上应酬之苦，

舒展被压抑的人性，他亦借诗酒书画来宣泄心中的郁闷。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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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往往在人生失意之时，板桥对封建社会的致命病

根反而有更清醒的认识。组词《瑞鹤仙》中的《官宦家》、《帝王

家》两首，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家天下必然灭亡的命运，比起他早

年创作的《道情十首》更具有强烈的批判锋芒。《官宦家》写道：

“羡天公何限乘除消息，不是一家悭定。任凭他铁铸铜镌，终成

画饼。”对封建家天下必然灭亡的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帝王家》

则批判了禹、汤以私废公的政治行为，歌颂了陶唐时代“废子传

贤”的“公天下”，并朦胧地意识到了私有制家天下的“藩王“”戚

里”是造成封建家天下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与明清之际大思想

家对封建政治的批判思想，在精神上基本一致，体现了板桥批判

意识的时代特征。

在为官不顺之时，道家的归隐意识往往成为板桥抗拒官场

诱惑的精神动力。如在潍县之时，他由于不堪官场的束缚，“乌

纱掷去不为官”，归隐扬州，写字作画，自谋生路，自畅性情。可

以说，道家的批判意识与遁世情怀，为板桥提供了精神家园，又

在特定的时代为他积极进取提供了精神动力。正因为他不怕归

隐田园，他在官场上就有敢作敢为的胆量，就有为民做主的精神

动力。道家的遁世情怀，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消极的，但在特殊的

人物如郑板桥身上，却表现为积极的精神。

（三）佛教的和世意识与板桥的宽容情怀

板桥对佛教并无研究。他虽一再表示要拒斥佛、道二教的

诱惑“，不烧铅汞不逃禅”，但有时又不反对佛、道二教，不仅与僧

人、道士相唱和，而且还为佛教辩护。他认为，杀盗淫妄、贪婪势

利的和尚是“佛之罪人”，佛教本身并无过错。他并不赞同当时

人将僧人斥为“异端”的观点，认为现实的僧人大多是“穷而无

归，入而难返者”“，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而在“佛

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道”的时候，再言辟佛“，亦味同嚼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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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板桥只是粗略地接受了佛教的和

世思想和带有辩证意味的宽容意识。如在板桥的印文中有“多

种菩提结善缘”“、结欢喜缘”“、欢喜无量”“、随喜”等。这些印文

表明了板桥企图以佛教的和世思想来改变自己与世抗争的性

格，表现了晚年的板桥与世俗妥协的心理。他在《为松侣上人画

荆棘兰花》的题识中写道“：不容荆棘不成兰，外道天魔冷眼看，

门径有芳还有秽，始知佛法浩漫漫。”这是板桥从佛教中汲取宽

容意识的表现。当板桥魂里的和世意识、宽容情怀与儒家的天

道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朦胧的追求自由的意

志。他在家书中所表达的“善恶俱容纳”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对

专制政治的一种抗议。如《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便大谈天

道“善恶俱容纳”的宽容意识。在题画诗中，他用形象的语言，说

要让荆棘与竹共长，并称这与张载的思想是一致的“：莫漫锄荆

草，由他与竹高，《西铭》原有说，万物总同胞。” 这就非常巧妙

地将佛教的和世意识、宽容情怀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结合起来了。

墨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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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统一

板桥的灵魂里，其基本的人生态度是传统士人的出处原则，

即“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统一。在他未中进士之前，一种

强烈的用世情怀时时在心中激荡。特别是中进士之后等待做官

的一段日子里，这种心态最为急迫。在这段时间里，他与京城里

的达官贵人乃至一般的小官，多有诗作唱和。如《上江南大方伯

晏老夫子》四首，其中第四首便是干谒之诗。而《读昌黎上宰相

书因呈执政》一诗云“：常怪昌黎命世雄，功名之际太匆匆，也应

不肯他途进，惟有修书谒相公。”从自己干谒的亲身经历中理解

韩愈为何上书宰相大人求官的行为：一个正直的士人，不能用贿

赂的方法去谋取官职，只有上书王公大人方为一条不失体面的

上进之路。板桥就这样直率地表达了自己求官时曾有过的急迫

心情。

可是，一旦真的为官之后，由于官场的污浊，事务的纷扰，长

期的不得升迁，板桥又感到十分失望，一种归隐之意又上心头。

从乾隆十四年（ 年）为载臣作《自咏》诗起，他便开始对官场

产生厌倦之情了，其首要原因是多年不得升迁。该诗这样写道：

“潍县三年范县五，山东老吏我居先，一阶未进真藏拙，只字无求

幸免嫌。”当“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理想化为泡影之后，失望的

情绪便油然而生。他 岁那年，这种为官与归隐的矛盾之情达

到高潮。是年九月他作“难得糊涂”横幅，又作《梅兰竹菊》四屏

条，其中“菊”条的题识写道“：进又无能退又难，官途跼蹐不堪

看，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该年十一月，他书旧作

（潍县竹枝词》，回忆起乾隆十二年“告灾不许，反记大过一次”的

不快经历，退隐之志更加坚决了。特别是当时潍县连年灾荒，板

桥在救灾活动中也已深感疲倦了。他需要休息，需要放纵自己

束缚已久的个性，于是连续创作了《思归行》诗、《思归》和《思家）

两首词，又作七言联“：作画题诗双搅扰，弃官耕地两便宜。”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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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年）秋九月，十七年（ 郑板桥作《兰竹石图》，其题识

曰“：世间盆盎空栽植，唯有青山是我家。”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摆

脱官场的束缚，才能获得自由。这时，再加上潍县的豪绅、不法

巨贾联合诬告板桥贪贿，板桥为了保护自己“，独善其身”的传统

意识最终占了上风。在板桥的灵魂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

身”就这样巧妙地统一着。

三、板桥魂的时代意蕴

受过明末清初反理学、反权威思想运动的洗礼，传统士人魂

的内涵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一种反权威的理性精神在进步

的士人心中生根、发芽了。特别是那些下层士人，因为其身世的

崎岖不平，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从各自特殊的人生经历出

发，自觉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同路人或自己思想的表达方式，在不

同的领域展示着时代精神。板桥在他的前辈中找到了与自己精

神气质相近的徐渭、高凤翰，从他们二人身上吸取了一股“倔强

不驯之气，，。

（一）“倔强不驯之气”

板桥认为，自己与徐渭、高凤翰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就是

一股“倔强不驯之气”。这种“倔强不驯之气”实是板桥魂的时代

内蕴之一，是板桥个性的生动体现。板桥在诗文、题识中，多次

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了这一追求个性的思想。在《板桥自序》

中他说“：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他在《刘柳村册子》中讲要

“怒不同人”，在《板桥自序》中说自己的诗词“亦颇有自铸伟词

者”。他一再强调自己的诗歌是“自出己意”“，直摅血性”，反对

别人用“高古而几唐宋者”的复古主义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诗

歌，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诗文若能流传，必将以清诗清文而流传。

在《与江昱、江恂书》中，他告诫后学说“：学者当自树其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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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中，他告诫其弟道“：竖儒之言，必不

可听，学者自出眼孔、自竖脊骨读书可尔。”他的印章中有“横

扫”“、江南巨眼”“、心血为炉熔铸古今”等印，表现了板桥自己不

为人所囿，折中古今的个性特征和历史批判精神。

（二）“诗书六艺，皆术也”

重视百姓日用，重视器、术的作用，反对空谈性命、性理，是

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内涵之一。在板桥的思想中，这种思

想亦很突出。在《板桥自序》中，他公开地批评理学空谈“：理学

之执纲纪，只合闲时用着，忙时用不着。”他称自己的《与舍弟书

十六通》“，绝不谈天说地，而日用家常，颇有言近指远之处”。在

（焦山别峰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中，他虽称“‘六经’之文，至矣

尽矣”，但他又认为只有那些关系到家常日用的务实篇章才最为

有用“：浑沦磅礴，阔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禹贡》、《洪范》、《月

令》、《七月流火》是也，当刻刻寻讨贯串，一刻离不得。”这实际上

是借褒扬“六经”抒发自己重视家常日用的思想，把作为权威主

义的“六经”视作为家常日用服务的工具性的“六经”。在康雍乾

三朝极力抬高“四书“”五经”又动辄兴起“文字狱”的时代，说话

不能不小心，非经非圣要在尊经尊圣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像李

贽、黄宗羲等人那样直截了当地批评经典、反对权威。在板桥印

章中，有“麻丫头针线”“、吃饭穿衣”“、私心有所不尽鄙陋”等印，

这些印文的精神实质与李贽的思想是相通的。“活人一术”印章

的题识比较充分地表达了板桥鄙视“诗书六艺”，重视实际技艺

的思想。这与当时社会“重器“”重技”的新思想一脉相通。板桥

在题识中说：

诗书六艺，皆术也。生两间而为人者，莫不治一术以为

生，然第赖此以生，而非活人之术。有术焉，疾痛困苦，濒亡

在即，而以术治之，无不安者，斯真活人之术矣。吾友蕉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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